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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重要效能。基于2014—2022年中

国省级面板数据,对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。研究发现:社会组织发展通过促进发展

性、共享性和可持续性,进而促进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;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阶段性,在

2015年之前、2016—2019年和2020年之后的3个阶段,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;社会

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呈现东部强、中西部弱的特点,这进一步加剧了共同富裕本就存在的区域差

异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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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,更是实

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。要想实现共同

富裕,必须充分发挥市场、行政和社会等机制的作

用[1],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,在
共同富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由于社会组织在共

同富裕中的重要性,阐明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

的影响机制,对于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在共同富裕

进程中的促进作用,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梳理社会组织与共同富裕的相关文献可知,大

多研究聚焦于社会组织发展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具

体议程中所起到的作用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域,
沈永东和毕荟蓉[2]研究表明,社会组织在深度结合

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、优化经济发展营商环境

以及稳定经济治理体系方面起重要作用;在区域协

调发展领域,沈永东[3]研究表明,社会组织可以通过

公益创投和公益平台创新推进人才交流和技术转

移,着力缩小群体和区域差异;在第三次分配领域,
江亚洲和郁建兴[1]研究表明,社会组织能促进社会

资本积累、驱动利他型慈善,畅通社会各方面参与

慈善和社会救助的渠道;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,顾
昕[4]研究表明,社会组织能提供基本社会服务,满足

民众对基本服务的多重需要,以激发社会治理活

力、推动社会治理规范有序。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

共生领域,蔡晶晶和李德国[5]研究表明,社会组织通

过开展环境教育和志愿服务活动,推动生物多样性

保护等行动的进行,以激发民众的环保内生动力;
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领域,贺新元[6]研究表明,
社会组织依托基层文化站、非遗传承中心等平台,
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,为满足人民日

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。可见,全
面提升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是助力共同富裕目标

实现的重要抓手。此外,也有研究基于时空视角对

社会组织和共同富裕展开分析。从时间视角上看,
沈永东和陈周懿[7]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划分为恢复

发展、快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3个阶段,认为如今中

国社会组织发展正处于由“量”到“质”转变的高质

量发展阶段。从空间视角上看,刘培林等[8]认为中

国共同富裕仍然面临着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问题。
针对这一问题,沈永东[3]认为社会组织能通过推进

人才交流和技术转移,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,而唐

文敏等[9]则认为社会组织本身便存在区域发展的不

均衡问题,会扩大区域发展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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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文献为理解社会组织发展与共同富裕之

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,但仍存在以下缺陷:
①量化测度方面。现有研究并未对中国社会组织

发展水平进行测算。②影响关系方面。现有研究

聚焦于社会组织发展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议程

中所起到的作用,但并未探究社会组织发展是如何

影响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。③研究视角方面。时

间视角上,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社会组织和共同富裕

的发展呈现阶段性,但并未将二者的发展阶段联系

起来,探究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存

在阶段性,空间上,现有研究对社会组织发展是扩

大还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,尚未形成统一定论。为

弥补上述不足,研究使用2014—2022年省级面板数

据,系统测算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,
并基于测算结果,旨在回答以下3个问题:①社会组

织发展是如何影响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? ②社会

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存在阶段性?
③社会组织发展是否会加剧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

问题?

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
共同富裕是发展性、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

一。发展性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基础。发展性意味

着“做大蛋糕”,强调经济增长与质效提升,为全体

人民提供物质基础和增长动力。共享性是共同富

裕的本质要求。共享性意味着“分好蛋糕”,要让全

体人民公平享有发展成果,既体现结果的公平,也
体现机会的均等。可持续性是检验共同富裕成效

的关键。可持续性意味着让这份“蛋糕”能够代代

相传,从生态环境、资源承载等方面使富裕成果长

期延续。发展性、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相辅相成,共
同构成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框架。因此,社会组织

发展需要通过对发展性、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影

响,进而实现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。
发展性方面,社会组织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就业

和经济增收两方面影响共同富裕的发展性。促进

就业方面,社会组织依托行业协会、商会等平台,定
期举办招聘会、职业指导活动,并通过线上线下渠

道发布就业信息,缩短供需双方信息差距,提高劳

动要素匹配效率,进而促进就业。此外,社会组织

自身也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。随着国家政策对社

会组织的日益关注,社会组织职能边界显著拓宽,
其数量也随之增加。截至2024年10月,全国社会

组织总数约111万个[10],涵盖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
会服务机构等多种类型。在基层服务中创造了大

量社工、护理员、活动协调员等岗位,成为就业市场
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经济增收效应方面,社会组织虽

是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,在直接创造经济效应方面

并无优势,但可以间接产生经济增收效应。一方

面,社会组织通过促进就业,直接提高了劳动者工

资性收入,尤其对中低收入群体具有显著增收效

应;另一方面,社会组织在社区养老、助残康复、居
民服务站、文体活动等多领域的介入,可带动上下

游产业链的发展,进一步促进了有关产业的经济

增收。
共享性方面,社会组织通过参与第三次分配的

方式促进共同富裕的共享性。第三次分配是指社

会力量自愿通过公益慈善活动等方式对资源进行

重新配置的社会活动,对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共享性

有重要价值[11]。具体而言,以2019年的慈善捐赠

为例,社会组织合计受赠1200.5亿元,占当年慈善

捐赠总额的79.53%[12],表明社会组织已成为中国

慈善的核心受赠主体[13]。此外,在慈善投入方面,
中国社会组织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广泛参与脱贫攻

坚,实施扶贫项目超过9.2万个,投入各类资金

1245亿元,约占“十三五”期间扶贫与发展专项捐

赠总额的71.95%[14]。这也表明社会组织是中国慈

善的行动主力[13]。此外,社会组织在资源配置上注

重目标化与差异化:通过开展社区调研、建立长期

帮扶项目、采用项目化管理和绩效评估,能够把捐

赠资金更有针对性地投向弱势群体和结构性短板,
从而增强共享成果的公平性。因此,社会组织作为

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枢纽,极大地增强了共同富裕的

共享性。
可持续性方面,环保类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提供

环保公共服务的方式促进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。
在动员公众参与环保方面,环保类社会组织凭借其

广泛的社会网络和较高的社会公信力,能够快速接

触到各类群体,形成环保信息传播和动员的通道,
进而在公众中激发参与环保的意愿。具体而言,它
们通过开展环境教育、专题讲座和社交媒体宣传等

方式,降低环保信息在民众中的不对称性、提高环

境问题的可见性,从而提升公众的环保认知与责任

感;同时借助其在地方的信任关系和朋辈网络,产
生示范效应,促使观望者转为参与者。在直接开展

环保活动方面,环保类社会组织凭借其专业技术知

识,不仅能够主动发起环保公益诉讼,通过法律途

径追究破坏环境者的责任,更能直接组织和实施一

系列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项目[15]。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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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活动无论是涉及生态修复的复杂性评估、污染溯

源的精准监测,还是特定物种的保护方案制定,均
高度依赖专业科学判断与技术能力,而社会组织的

专业性构成了活动有效性的核心保障。在提升政

策的执行效果方面,环保社会组织凭借其独立性与

专业性,使其能够跳出行政体系,对政府环境政策

的落地过程进行客观、精准的审视与督导。具体而

言,一方面,它们通过系统性的信息披露、科学的舆

论引导以及理性的公共倡议,将政策执行过程置于

公众视野之下,有效构建了社会化的监督压力,从
而强化了执行环节的透明度与问责刚性;另一方

面,它们深入到治理实践之中,通过参与第三方评

估、环境公益诉讼等方式,促使政府履行环境治理

责任,从而提升环保政策的实际落实效果。综上,
针对问题①:社会组织发展是如何影响整体共同富

裕水平的? 从理论上可以认为,社会组织发展通过

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性、共享性和可持续性,进而

实现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。据此,提出如下

假设。
H1a:社会组织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发

展性;
H1b:社会组织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共

享性;
H1c:社会组织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可持

续性。
在不同的发展阶段,社会组织对共同富裕的

促进作用可能受到经济增长、市场化、对外开放、
政府管理等因素的干扰而不同[16],使社会组织发

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阶段性。此外,基于注

意力政治逻辑,决策者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关注

直接驱动了相关政策的调整,随着《国务院机构改

革和职能转变方案》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

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和《“十四五”
社会组织发展规划》等国家政策的不断出台,社会

组织发展阶段呈现了“简化注册-有序发展-积极参

与社会治理”的纵深演化,而发展阶段间的跃迁通

常存在时间节点,即存在“门槛效应”。因此,针对

问题2: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存在

阶段性? 从理论上可以认为,社会组织发展对共

同富裕的影响呈现阶段性,且随着时间的演进,不
同阶段的影响效应越来越强。据此,提出如下

假设。
H2: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阶段

性,即存在门槛效应。

区域与地方层面的多重因素协同作用,不仅塑

造和限定了社会组织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功

能定位,也影响了其内在激发机制。中国社会组织

主要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,呈现“东部多,中西部

少”的空间格局[9],这必然会导致社会组织发展的不

均衡。由于社会组织发展能够正向促进共同富裕,
数量更多、发展更好的东部社会组织对共同富裕的

促进作用自然也强于中部和西部,使得存在区域异

质性。然而,共同富裕本就存在“东部强,中西部相

对较弱”的特点,导致了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共同富

裕存在的区域异质性,会加剧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

问题。综上,针对问题③:社会组织发展是否会加

剧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问题? 从理论上可以认为,
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较强的区域

异质性,进而加剧了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问题。据

此,提出如下假设。
H3: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

异质性。
基于理论分析及现有研究,梳理出社会组织发

展影响共同富裕的路径机理,如图1所示。

图1 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路径机理

2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

2.1 模型构建

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(ordinaryleastsquares,
OLS)模型对社会组织发展如何影响共同富裕进行

研究,模型设定如下:
Pit =α0+α1Oit+α2Cit+μi+λt+εit (1)

式中:Pit 为i省份在t年的共同富裕水平;μi、λt 分

803

  科技和产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26卷 第5期 



别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:Oit 为i省份在

t年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;α0为常数项;α1、α2为待

估参数;εit 为随机扰动项;Cit 为控制变量,包括产

业结构、基础设施建设、抚养比和结婚登记数

量[17-18]。产业结构使用各省份一二三产业数量的

变异系数来表征;基础设施建设以各省份基础设施

建设的投资额增长率来表征;抚养比通过(儿童人

口+老年人口)/劳动力人口×100%的公式进行计

算;结婚登记数量由各省份年度结婚登记数量来

表征。
此外,还采用了门槛模型检验社会组织发展对

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存在阶段性,即是否存在门槛

效应,模型设定如下:
Pit =β0+β1OitI(Adjit≤θ)+β2Oit×

I(Adjit>θ)+β3Cit+λt+εit (2)
式中:β0为截距项;β1 为年份小于等于θ的社会组

织发展的回归系数,β2 反之;β3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

系数;Adjit为年份门槛变量;I(·)为指示函数,如
果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满足括号内的门槛条件,则赋

值为1,否则为0。
2.2 指标体系与变量测度

2.2.1 因变量:共同富裕水平

现有研究分别从不同维度构建了共同富裕的

评价指标体系,进而对共同富裕水平展开测算。
二维方面,申云和李京蓉[19]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

面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。三维方面,陈
丽君等[20]构建了发展性、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共

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。四维方面,陈宗胜和杨希

雷[21]从富裕度、收入分配、生活质量和人本发展来

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。虽然指标越多越

能紧扣发展的内涵逻辑,但在函数方程中引入过

多的变量可能导致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,同时指

标需聚焦于社会组织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作用机

理。因此,参照陈丽君等[20]的研究,使用发展性、
共享性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

指标体系,并使用熵值法进行测算,指标体系见

表1。
2.2.2 自变量:社会组织发展

研究从宏观层面上探究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

富裕的影响,但现有研究多从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

供给效能、与政府的合作效果、组织绩效评价等单

一视角对社会组织发展进行测度,难以全面衡量中

国社会组织发展水平,故不适用于该研究。马庆钰

等[22]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,选取了“非营利部门国

表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

发展性

富裕度

共同度

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/人 正向

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/人 正向

恩格尔系数 — 负向

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 — 负向

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— 负向

城镇化率 % 正向

共享性

文化

教育

医疗

健康

社会

保障

人均教育经费 元/人 正向

师生比 % 负向

每万人职业(助理)医师 人/万人 正向

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

床位数
张/万人 正向

社会 保 障 支 出 占 GDP
比重

% 正向

可持

续性

科技

创新

生态

环境

RD投入强度 % 正向

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 件 正向

森林蓄积量 亿m3 正向

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吨标准煤/万元 负向

际指数”的5项关键指标,并增加了“社会组织增长”
和“社会工作专门人才增长”2项指标,构建了社会

组织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,但构建完成后并未对整

体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进行测算。因此,研究沿用马

庆钰等[19]的评价指标体系,使用熵值法测算2014—
2022年的社会组织发展得分,同时也填补了整体社

会组织发展水平无人测算的研究空白。评价指标

体系包括以下6个维度:①全职雇员人数占人口比

重。用于衡量社会组织发展对于国家就业的影响

和贡献,即社会组织吸纳就业的能力。②社会组织

接受捐赠占GDP比重。用于衡量社会组织的资源

获取能力,及其在社会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。③社

会组织增加值占GDP比重。增加值是社会组织在

服务过程中所创造的净价值增量,用于衡量社会组

织对GDP的贡献份额。④慈善捐赠占GDP比重。
慈善捐赠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性支撑,该指标用

于衡量社会慈善文化的成熟程度和社会成员的慈

善贡献水平。⑤社会组织增长总个数。数量本身

并不代表质量,但如果能将数量与有关质量的指标

结合起来,能更直观地表征社会组织发展水平。
⑥社会工作专门人才增长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

指具备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能力,能够开展评估与

干预、促进个体与群体福祉的专业人员,该指标用

于衡量社会组织发展的专业化程度。最后,研究依

旧使用熵值法对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进行测算。
2.2.3 数据来源

鉴于数据的可得性、完整性与时效性,选取

2014—2022年30个省份(因数据缺失,未包含新疆

903

               邢耀杰等: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时空分异 



地区和港澳台地区)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样本。数

据来源于CNRDS中国研究数据平台经济特色数据

库、中国省级数据库5.0版、2014—2022年《国民经

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。数据处理方面,通过省

份名称与年份对数据进行匹配合并,并使用插值法

对缺失值进行填补。

3 实证结果分析
3.1 测算社会组织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的结果

分析

系统测算了2014—2022年中国省级的社会组

织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。结果显示,社会组织发展

水平的年均增长率为1.66%,说明中国社会组织正

在稳步发展。这可以归因于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

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和《“十
四五”社会组织发展规划》等政策文件的颁布,推动

了社会组织由“数量增长、规模扩张”向“能力提升、
作用发挥”转变,确保了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。从

区域层面来看,以2022年为例,东部、中部和西部的

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.192、0.104和

0.091,这说明不同区域之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差距

较大,且呈现“东部强,中西部弱”的特征。
共同富裕水平的年均增长率为6.83%,表明中

国共同富裕水平也在稳步提升,反映了国家在做大

“蛋糕”与分好“蛋糕”两方面的协同发力。原因在

于,一方面,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为居

民收入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;另一方面,收入分配

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则有效促进了财富

再分配与共享。从区域层面来看,以2022年为例,
东部、中部和西部的共同富裕水平均值分别为

0.369、0.294和0.301,这说明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

差异问题仍然存在,同样呈现出“东部强,中西部较

弱”的特征。
3.2 基准回归结果

围绕问题①:社会组织发展是如何影响整体共

同富裕水平的? 使用回归模型探究社会组织发展

对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的影响,结果汇报于表2。
列(1)结果显示,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

在1%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,这表明社会组织发

展显著促进了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,社会组织

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,共同富裕水平对应提高

0.204个单位。列(2)~列(4)结果显示,社会组织

发展对发展性、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影响也在1%
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,估计系数分别为0.391、
0.183和0.233,这表明社会组织发展能够对共同富

表2 基准回归结果

变量
(1) (2) (3) (4)

共同富裕 发展性 共享性 可持续性

社会组织发展
0.204***
(0.043)

0.391***
(0.060)

0.183***
(0.043)

0.233***
(0.038)

常数项
0.172***
(0.048)

0.206**
(0.081)

0.128**
(0.051)

0.254***
(0.062)

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
样本数 270 270 270 270
R2 0.246 0.400 0.111 0.189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P<0.1、P<0.05、P<0.01;括号内为标

准误。

裕的3大维度(发展性、共享性和可持续性)产生促

进作用,假设 H1a、假设 H1b和假设 H1c得到

验证。
对比各维度的回归系数可知,社会组织发展对

发展性的影响效应最强。原因在于,社会组织发展

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和经济增收两个方面影响发展

性,而促进就业和经济增收之间本就存在相互交

融、相互促进的关系,进而对发展性产生更强的影

响效果。一方面,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发布就业信

息、职业指导活动和创造就业岗位等方式帮助失业

人口找到工作,激发其消费动力,进而带动经济增

收;另一方面,社会组织能够带动上下游的产业链

发展,促进经济增收,而产业发展也意味着能创造

出更多的就业岗位,进一步促进就业。
  社会组织发展对可持续性的影响效应次之。
可以解释为,环保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动员公众环保

参与、直接参与环保活动和间接影响环保政策等方

式促进可持续性,但中国社会组织目前正处于由

“量”到“质”转变的阶段,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

方:①动员公众环保参与的手段较为单一,多为运

动式的主体宣传方式,虽取得一定成效,但在促进

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和民众监督方面存在缺陷[23];
②环保社会组织可以分为官办、民办两种类型,官
办的环保社会组织的工作流程、机构设置等均参照

政府机构,在环保活动中自治性不强,民办环保社

会组织的主体为学生、企业员工和退休老人等,参
与环境治理的自发性高,但其组织结构松散、活动

规模较小;③虽然现有政策的开放性在不断增强,
但基于集体行动的政策网络尚未构建[23],社会组织

影响环保政策的背景尚不成熟。
社会组织发展对共享性的影响最弱。细究其因,

社会组织因其公信力和募捐能力接受慈善捐赠,而后

将这些慈善捐赠投入到共同富裕中,能够在一定程度

上促进共享性。然而,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受赠和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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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存在严重失衡,削弱了社会组织发展对共享性的促

进作用。2016年,社会组织受赠合计1066.04亿元,
而同年度社会组织捐赠总额约96.39亿元[24],受赠

是捐赠的11倍,盈余超 过969亿 元。2018年、
2019年的受赠也均大于捐赠,受赠分别是捐赠的

11.6和12.4倍[25]。这表明,中国社会组织受赠的规

模远超实际投入慈善领域用以实现捐赠目的的规模。
慈善捐赠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共同富裕共享性,关键在

于社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及时将受赠转化为捐赠,切
实分配到共同富裕领域[13]。很显然,中国社会组织

在这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基于上述结论,问题①可以得到很好地阐释:

社会组织发展通过促进发展性、共享性和可持续

性,进而实现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。其中,社
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各维度的影响效应不同,呈
现出“发展性>可持续性>共享性”的特征。
3.3 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

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,使用缩尾和倾向得

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,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

内生性问题,结果汇报于表3。①通过缩尾进行稳

健性检验。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对结果产生

干扰,对数据进行了5%和95%的缩尾处理。结果

表明,缩尾处理后社会组织发展仍能在1%的统计

水平上显著正向促进共同富裕,基于缩尾的稳健性

检验通过。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

验。社会组织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可能会

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,导致样本出现自选

择偏误问题。因此,将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,采
用1∶2最近邻匹配与Kernel核匹配方法,为处理组

筛选特征相近的对照组,并在控制倾向得分后进行

重新回归。结果显示,在控制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

表3 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结果

变量
(1)
缩尾

(2)
1∶2最近邻匹配

(3)
Kernel核匹配

(4)
2SLS

社会组织发展
0.459***
(0.081)

0.035***
(0.012)

0.025***
(0.012)

0.193***
(0.044)

平均处理效应
0.059**
{2.31}

0.058***
{2.92}

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

K-PLM 237.43
C-DWaldF 21623.01

样本数 270 209 270 240
R2 0.257 0.256 0.199 0.275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P<0.1、P<0.05、P<0.01;圆括号内为标

准误;花括号内为t值。

偏误问题后,两种匹配方式的平均处理效应均正向

显著,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稳健性检验通过。③使

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。社会组织的发展

能够促进共同富裕水平,而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亦

有可能为社会组织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,进而导

致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,使得统计结果有偏。该

研究选取滞后1期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作为工具变

量,选取原因如下:①相关性。当期的社会组织发

展水平是以上一期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为基础的:
上一期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越高,当期的社会组

织发展的起点也就更高,反之亦然。因此,工具变

量的相关性得以满足。②外生性。当期的共同富

裕水平不会对已成“历史”的上一期的社会组织发

展水平产生影响,只能够为当期或是未来的社会组

织营造更优的发展环境。因此,工具变量的外生性

得以满足。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显示,C-DWaldF
统计量和K-PLM统计量均显著高于临界值20,证
实了工具变量的识别能力和有效性。此外,在控制

了内生性问题后,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保持正

值且在1%的水平上正向显著。这表明即便考虑内

生性问题,社会组织发展依旧促进共同富裕,从而

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提供了额外支持。
3.4 门槛效应

围绕问题②: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

是否存在阶段性? 使用门槛模型检验社会组织发

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是否存在时间门槛,若存在

时间门槛,则可以说明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

影响存在阶段性。门槛模型有两个基本假设:第1
个假设是检验门槛效果是否显著。使用Bootstrap
自抽样法进行面板门槛的存在性检验,在100次格

点搜索以及反复抽样300次后得到表4的门槛效应

检验结果。第2个假设是检验门槛估计值是否等于

其真实值。采用似然比统计量(LR)检验门槛估计

值真实性,结果如图2、图3所示。
根据表4提供的P值和F 值可知,社会组织发

展通过了单、双门槛检验,但未通过三重门槛检验。
图2、图3的门槛估计值与表4相符,通过了真实性

检验,由此确定门槛值分别为2016年和2020年,说
明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阶段性,假
设H2也得到了验证。

为了进一步探究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

影响在不同阶段内存在何种规律,依据2016年和

2020年两个时间门槛,将分析划分为3个阶段,并
在各阶段分别进行回归检验,结果见表5。观察可知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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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

自变量 门槛变量 假设检验 残差平方和RSS 平均绝对误差MSE F P
单一门槛 0.257 0.001 225.97 0.000

社会组织发展 年份 双重门槛 0.180 0.001 111.19 0.000
三重门槛 0.162 0.001 29.14 0.883

门槛数 2
门槛值 2016,2020

图2 第1门槛值LR检验图 图3 第2门槛值LR检验图

①由于东北区域样本量较少(仅27份),会对统计结果造成影响,故将东北划入东部区域分析。

1~3阶段的社会组织发展均能显著正向促进共同

富裕,估计系数分别为0.101、0.136和0.231,表明

随着时间的推移,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

效应不断增强,假说H3得到验证。这一效应的阶

段性增强,与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组织管理

体制和发展路径的政策引导密切相关。具体而言:
在阶段1(2015年之前),尽管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

富裕已表现出一定的积极作用,但总体效应相对有

限。这一时期,中国社会组织注册流程烦琐,双重

管理体制限制了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,也使其在扶

贫、教育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发挥受到制约。因

此,社会组织虽能促进共同富裕,但受制度环境束

缚,影响效应有限。进入阶段2(2016—2019年),相
关政策的颁布为社会组织发展带来了制度性突破。
2016年的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

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明确提出简政放权、优化

管理和完善服务,为社会组织减轻了制度性负担,
激发了其发展活力。与此同时,2017年的《关于广

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》将社

会组织的发展与国家战略目标直接对接,要求其在

产业扶贫、教育扶贫、健康扶贫等关键领域承担示

范任务。这些举措不仅扩大了社会组织的参与范

围,也提升了其服务精准度和社会影响力,从而显

著增强了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。
在阶段3(2020年及之后),社会组织发展效应达到

最强。这一时期的关键政策是2021年颁布的《“十
四五”社会组织发展规划》,该规划在顶层设计上进

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角色定

位,强调其在基层社会治理、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

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。同时,《规划》提出要推动

社会组织在社区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实现更深层次

的参与,并在资源配置、能力建设和制度保障等方

面提供支持。这使得社会组织不仅在数量上增加,
在质量和功能上也在不断提升,其对共同富裕的促

进作用由“补充性”逐步转向“支撑性”。
综上所述,问题②能够得到很好的阐释:社会

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阶段性,在2015年

之前、2016—2019年、2020年之后这3个阶段内,社
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。
3.5 区域异质性分析①

围绕问题③:社会组织发展是否会加剧共同富

裕的区域差异问题? 从分析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共

同富裕的区域异质性入手,具体做法如下:考虑到

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本就存在“东部强、中西部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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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弱”的区域差异问题,若社会组织发展对东部共

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和西部,那么则说

明社会组织发展会加剧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问题。
研究划分了东部、中部和西部3大区域,分组探

究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区域异质性,回归结

果汇报于表6。观察可知,东部区域的社会组织发

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,而中部和西部的社会组

织发展对共同富裕没有显著影响。这说明社会组

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

质性,并加剧了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问题。假设

H3得到验证。

表5 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共同富裕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

变量
1阶段 2阶段 3阶段

2016年之前 2016—2020年 2020年之后

社会组织发展
0.076*
(0.041)

0.149***
(0.039)

0.231***
(0.051)

常数项
0.161*
(0.090)

0.151**
(0.069)

0.366***
(0.068)

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

样本数 60 120 90
R2 0.506 0.253 0.447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P<0.1、P<0.05、P<0.01;括号内为标

准误。

表6 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

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

社会组织发展
0.169***
(0.060)

0.511
(0.387)

-0.039
(0.233)

常数项
0.299***
(0.080)

-0.112***
(0.078)

0.040
(0.095)

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

样本数 117 54 99
R2 0.258 0.282 0.279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P<0.1、P<0.05、P<0.01;括号内为标

准误。

 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结论展开分析:①从

经济基础角度上看。东部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为

繁荣的区域,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、充足的资源环

境以及发达的市场机制,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

了充足的资金和物质资源,使其更有能力在环保、
医疗、扶贫等领域提供高质量服务,进而更有效地

促进共同富裕;而中部和西部区域的经济相对落

后,产业结构以农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,可支配资

源有限,社会组织发展相对难以获得持续稳定的

经费和项目支持,无法有效地促进共同富裕。
②从人力资本角度上看。东部区域受教育水平

高,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规模大,社会组织更易

吸纳专业型管理人才,为促进共同富裕打造了坚

实的人力基础;而中部和西部区域的人才、高校和

研究机构相对于东部区域较少,导致社会组织在

项目设计、执行和评估等方面的能力不足,对共同

富裕产生影响的效果相对有限。③从需求角度上

看。随着东部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快于中

部和西部,东部区域的居民对高质量教育、医疗、
养老、文化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更加旺盛,导致了东

部区域的社会组织在“微观治理”“专业化服务”等
方面的价值更容易被认可与放大,为东部区域的

社会组织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

会。基于上述结论,问题③能够得到很好的阐释:
东部区域的社会组织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

裕,但中部和西部的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

影响效应不佳,而共同富裕本就存在“东部强、中
西部相对较弱”的特点,因此,现有的社会组织发

展会加剧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问题。

4 结论与对策
4.1 结论

基于2014—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,系统测

算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,并重点回

答了社会组织发展是如何影响共同富裕的? 社会

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存在阶段性? 社

会组织发展是否会加剧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? 这

3个核心问题。对应的结论如下。
(1)社会组织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发展性、共享

性和可持续性,进而实现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提

升。其中,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各维度的影响

效应不同,呈现出“发展性>可持续性>共享性”的
特征。

(2)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阶段

性,在2015年之前、2016—2019年、2020年之后这

3个阶段内,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

逐渐增强。
(3)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呈现

“东部强、中西部弱”的特点,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共

同富裕本就存在的区域差异问题。
4.2 对策建议

(1)解决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,充分

发挥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。具体而言,针对中国

社会组织存在的受赠与捐赠失衡问题,应建立健全

慈善收支的检测体系,确定每一笔慈善资金的流入

源头和流出去向,确保资金主要用于实现捐赠目

的。若出现异常行为责任部门应及时介入,视具体

情况问责。此外,应鼓励社会组织使慈善资金的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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赠与捐赠透明化,这不仅可以充分发挥社会、市场

等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,还能够增强社会组织的公

信力。针对于社会组织动员公众的手段单一、直接

参与活动的缺陷、间接影响政策的背景尚不成熟等

问题,关键在于建立社会组织、政府、市场和公民的

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。首先,社会组织应与公民

深度协同,帮助公民参与活动决策和发挥民主监督

作用。其次,社会组织应与相关企业协同,增强社

会组织直接参与活动的专业性;再次,官办和民办

社会组织应相互协同,实现优势互补:官办助力解

决民办组织活动规模较小的问题,而民办需弥补官

办组织活动自治性不高的问题。最后,社会组织应

与政府协同,为社会组织推动或监督政府环境政策

实施提供支持。
(2)从社会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影响

出发,合理制定社会组织发展的阶段性政策。社会

组织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阶段性递增的非

线性效应,其背后原因在于国家政策的推动,如《关
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

发展的意见》《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

脱贫攻坚的通知》和《“十四五”社会组织发展规划》
等。2025年是“十四五”战略规划的收官之年,
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战略规划的开局之年。在这一

关键节点,综合社会组织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现状

与问题,合理制定下一阶段的社会组织发展规划,
是加速社会组织发展由“量”到“质”转变,进而在共

同富裕进程中发挥更大效用的关键。
(3)充分发挥东部社会组织的引领作用,重点

加强中西部社会组织水平建设。为缩小区域发展

差距、推动共同富裕,需要充分利用东部社会组织

在治理经验、运行机制、资源动员等方面的先发优

势,通过“东部-中西部”结对帮扶、强化培训、资源协

同和示范带动等方式,加强中西部社会组织发展建

设。首先,由人社、民政等主管部门牵头,筛选一批

在公共事务参与、公益项目运作、社会动员能力等

方面经验丰富的东部社会组织,与中西部省份相应

社会组织结成“手拉手”帮扶对。其次,依托东部高

校、智库及行业联盟,开设面向中西部社会组织负

责人的专题培训班,内容涵盖社会组织治理创新、
项目管理、募资与合规、品牌建设等。再次,引导企

业社会责任资源向中西部倾斜,联合东部社会组织

在中西部地区开展扶贫扶智、乡村振兴、乡风文明

重塑等重大公益行动。最后,在东部已形成成熟运

营经验的社会组织项目(如农村教育支持、环境治

理、养老服务、乡村文化保护等),选择若干中西部

试点城市进行示范复制,并做好标准化手册和操作

指南的编制与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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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mpactofSocialOrganizationDevelopmentonCommonProsperityand
ItsSpatio-temporalDifferentiation

XINGYaojie1,2,HUANGSenwei1,2,LINHanyu2,3,SHENRubin1,2
(1.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,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,Fuzhou350002,China;

2.InstituteofPhilanthropyandSocialInnovation,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,Fuzhou350028,China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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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Asanimportantcomponentofsocialmechanisms,socialorganizationsplayasignificantroleinpromotingcommonprosperity.Based
onpaneldatafromChineseprovincesbetween2014and2022,examinesthemechanismthroughwhichthedevelopmentofsocialorganizations
influencescommonprosperity.Thefindingsrevealthatthedevelopmentofsocialorganizationsenhancestheoveralllevelofcommonprosperity
byfosteringdevelopmental,inclusive,andsustainablepractices.Theimpactofsocialorganizationdevelopmentoncommonprosperityexhibits
phase-specificcharacteristics,withitspromotingeffectgraduallystrengtheningacrossthreeperiods:before2015,from2016to2019,andafter
2020.Theinfluenceofsocialorganizationdevelopmentoncommonprosperityisstrongerintheeasternregionandweakerinthecentraland
westernregions,whichfurtherexacerbatesthepre-existingregionaldisparitiesincommonprosperity.
Keywords:commonprosperity;socialorganizations;indicatorsystem;phases;regionaldispariti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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